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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CHA18026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随着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型，实证研究方法

越来越受重视，统计推断作为量化研究中极为重要

的组成部分，对量化的描述、分析、推断以探究教

育问题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统计推断中常

见指标 p值近年来却陷入一场风波：从要求准确报

告， [1]到调整显著性水平， [2]甚至有期刊禁止报

告。 [3]事实上，西方学术界关于 p值大规模争论可

以追溯到 1999年的心理学研究中，Wilkinson和美国

心理协会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简称

APA）对心理学期刊中统计方法的使用提出指导方

针：研究者无论是否得到统计意义显著的结果，都

需要对其主要结果的效应量进行报告 [4]。此后，很

多关于 p值的讨论大多伴随着“效应量”一同出现，

如，APA 于 1999年开始强制要求研究者报告主要

结果的效应量，仿佛效应量已经成为p值的替代品。

本文使用原始文献揭示效应量的提出者的初

衷，以及他们对后来研究者的告诫。本文还提出关

于效应量选择和解释的方法，以及对统计结果报告

的建议，消除效应量使用和解读的迷思。希冀能够

引导教育研究工作者科学规范地使用效应量，更多

地关注研究结果的实际效应，不被统计方法的错

用、误用和滥用束缚住科学研究的脚步。

一、当前“废除”p值实属无奈

Ronald Fisher教授在 20世纪初提出 p值，其目

的是为了用一种客观的方式来描述数据和原假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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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程度，0.05、0.01等显著性水平也只是一种习

惯性的经验参考。近年来教育研究中的样本量不断

扩大，动辄几千、几万，甚至在大型项目中轻易达

到上百万、千万的规模，这使得在效应未发生明显

改变的情况下，统计检验量的值因样本量增加而大

幅提升，同时自由度的大幅提高也使得检验量所对

应的 p 值较之小样本变得更小，轻松达到显著水

平；从而导致只要稍微挖掘一下这些大型项目的数

据，似乎就很容易得到“显著”的结果。

某些专家学者也逐渐发现了这种问题，提出了

调整显著性水平参考值的想法。如，Benjamin等人在

权威期刊《自然-人类行为》（Nature Human Behaviour）

撰文主张将显著性水平从 0.05调整至 0.005。这种

做法虽然可以过滤掉一些“伪显著”的结果，但也

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不少“低成本”的小样本研

究，致使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无缘发表。可以想

象，盲目追求将 p值作为研究是否成功或论文能否

发表的依据是十分可怕的：一方面，研究者得到了

某种有意义的发现，但由于 p值未能足够的小，不

得不放弃结果，或再想办法补充样本，直至结果

“足够显著”；另一方面，期刊评审和研究生导师如

果只以 p值大小作为标准，也会导致研究结果偏差

或发表偏倚 （publication bias）。长此以往恶性循

环，研究者只会更倾向于选择大样本数据进行挖掘

而忽视研究问题本身，或是花费大量人力、物力、

财力进行无意义的样本补充和模型调试，调查抽样

不再看重代表性而是追求大数量，统计描述和推断

沦为数字游戏。

为了避免研究者盲目追求 p值大小而忘记研究

的初衷，部分科研团体和学术期刊及时作出反应。

2016年，美国统计协会（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
tion，简称ASA）首次以官方名义解释，p值经常被

错误地使用和理解，导致了某些学术期刊劝阻甚至

放弃使用 p 值的论文。 [5]2018 年初，《政治分析》

（Political analysis） 主编 Jeff Gill也表示，“p值本身

不足以提供支持给定模型或假设的证据”，同时

“很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对 p值存在误解”，因此决定

禁止报告 p值。2019 年 3 月，Amrhein 等人在顶级

期刊《自然》（Nature）号召科研工作者放弃使用“统

计显著性”。[6]

由此可见，p 值的提出是希望能够量化描述

“显著性”，本身并无问题。调整显著性水平的参考

值是为了进一步优化“显著结果”，但造成研究者

盲目追求甚至操纵样本以减小 p值的行为却违背了

这一调整的初衷，所以部分期刊只能禁止报告 p值

以遏制不良风气，这实属无奈之举。

二、“效应量”绝非p值的替代品

国内已有一些教育研究工作者，特别是数学教

育研究工作者开始关注 p值的争论，从解析假设检

验的角度理性分析了误用 p值的现状，提出了补充

规范报告置信区间、效应量等的建议[7-9]。很多研究者

也已经积极响应对效应量等报告的建议，但相当数量

的研究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以为效应量的报

告就可以解决 p值误用所带来的问题。

事实上，早在APA要求研究者报告效应量的半

个世纪之前，著名统计学家 Jacob Cohen 就已经在

其很多著作中介绍并推荐了效应量。“效应量

（effect size） ”并不是为了解决 p 值问题而提出的

新概念，其含义几乎就如同字面意思一样，即表示

某种效应的大小。2019年，Bakker、Cai 等几位数

学教育研究国际权威期刊的主编、编委曾联合撰

文，非常前瞻性地给解释研究结果的效应量提出了

十二点考虑的建议 [10]。

（一）效应量的含义

效应量并不是一种类似于 t值或标准化回归系

数等被赋予特殊含义的、专有的统计量，其外延非

常广阔。Cohen在其 1969年出版的《行为科学的统

计 检 验 力 分 析》（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中以“某种现象存在的程度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phenomenon exists）”引入效

应量 [11]。在该书后续的章节中，Cohen 用“the size
of the effect of …”或“the effect size of …”等描述

来指代效应量。这说明 Cohen只是将 effect size作为

一个方便使用的短语，并没有将其当成是专有名词

给出明确的定义。此外，Cohen也在该书第一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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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中提出，效应量可以是“各种量 （varying val⁃
ues）”，并表示为了降低这种多样性而在之后章节

中所介绍的是标准化后的效应量，包括 d、 r、q、

g、h、ω、f、f 2等，更进一步具体地表明了效应量

概念外延的广泛性。

既然效应量并没有明确的定义，而是包含一系

列统计量的集合概念，那么下文就介绍一些常见的

效应量。Ellis 在 2010 年出版的关于效应量的手册

达到了过千次的引用量， [12]而国内介绍效应量的论

文中也有两篇在中国知网上达到了过千的下载量，有

理由相信这些文献对国内研究者产生了广泛影响。

Ellis 按照关注的问题将效应量分为两个“家族”，

分别是表示组之间差异的“d family”和表示关联

性的“r family”；郑昊敏等人将效应量按其统计意

义分成三类，包括进行两组或多组均值比较的差异

类，衡量两个或多个变量共变程度的相关类，以及

总体非正态或组之间样本容量不同时描述组之间差

异的组重叠类； [13]卢谢峰等人则将最常用且易于理

解的效应量分为标准差异型和关联强度型。 [14]以上

三种分类方式有一定重合，本文基于方便数据分析

的角度考虑，将常用效应量分为三类，包括：（1）
用于均值差异比较，和 t检验关联紧密的d家族；（2）
表示关联性及解释率，和相关、回归、方差分析关

联紧密的 r家族；（3）表示分类变量分布差异，和

卡方检验关联紧密的OR家族。（见表 1）

尽管这些文章的作者都强调了效应量的多样性，

指出效应量可以是任何我们感兴趣的量的大小，或

声明文中所列举的只是常用且易于理解的效应量，

但读者往往只关注了作者所列举的表格中包含的部

分效应量，却没有意识到均值、中位数、相关系

数、回归的斜率、均值差异等都是重要的效应量。[15]

为了避免再次被忽略，本文特意在表格的标题中作

了说明。正如 Ellis在其书中所描述：“科研论文的

作者在并不了解效应量的情况下报告效应量的现象

并不少见 （It is not uncommon for authors of research
papers to report effect sizes without knowing it） ”，如

果作者仅为了迎合出版方或审稿人的要求在不了解

效应量含义的情况下机械地报告，或者不考虑效应

量对所说明问题的作用，而是偏好于一些对他们来

说比较“新奇的指标”，无疑违背了之前部分学术

期刊、科研团体和专家学者推崇报告效应量的初衷。

经过几十年的关注和讨论后，也有越来越多的

研究者认同效应量等统计指标均是为研究问题服务

的。心理学领域顶级期刊《心理学方法》（Psycho⁃

logical Methods） 于 2012年刊登的一篇论文《关于效

应量》（On Effect Size），从多个角度对效应量进行

了全面的分析与描述。该文作者 Kelley 和 Preacher
给出了他们关于效应量的定义，“a quantitative re⁃
flection of the magnitude of some phenomenon that is
used for the purpose of addressing a question of inter⁃
est”， [16]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效应量是“一种为解

决感兴趣的问题而使用的描述某种现象程度大小的

数量表达”。该定义以关注解决问题为最终目的，

这样才能突显出效应量与总体参数或样本统计量之

间的差异。Kelley等人的强调将有助于提醒使用效

应量的研究者应当更加关注其研究问题本身，而不

是迷信于某种统计量的计算公式。

（二）效应量与p值的功能区别

总的来说，效应量和 p值结果的报告出于不同

的目的，它们在使用数据来说明问题的方式上具有

根本性的差异。假设检验试图通过样本特征对总体

特征进行统计推断，其本质是一种推测，并不会也

无法确定原假设正确与否；但在样本有足够代表性

的情况下，假设检验中的 p值可以描绘出样本和总

体（特征是确定但未知的）相符的程度，它为利用

样本推断总体的过程提供了一种量化的指标，p值

本身是非常有用的。p值确实不能测量或代表一个

效应的大小或一个结果的重要性，这是 p值的局限

常见效应量分类汇总（并未包括所有效应量） 表1

常见效应量

Cohen's d，Glass's δ，
Hedges's g ，…

比值比OR，风险率RR，…

φ，Cramer's V，…

r，τ，r2，η2，f，f2，ω2，…

Improvement-over-chance
index，…

Ellis，2010

d family

r family

--

郑昊敏
等

差异类

--
相关类

组重叠

卢谢峰
等

标准差
异型

--
关联

强度型

--

本文

d家族

OR家族

r家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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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但自始至终 p值就从未承担过这一作用。

与假设检验及 p值不同，效应量是无法进行统

计推断的，当研究者报告利用样本数据信息得到的

样本效应量时，它所反映的只是样本的某一种特

征或者某几种特征的综合，即使据此对总体进行

“推断”，也只能非常粗略地称总体的效应量可能类

似于得到的样本效应量，但这种“类似”是没有量

化指标可以描述的，只能通过报告效应量的置信区

间来呈现对总体的估计，而这时就会用到 p值；但

效应量及其置信区间的报告却能很直观地呈现某种

效应，标准化的效应量也有助于提高各研究结果间

的可比性。

效应量可以描述效应的大小，这是对 p值局限

性的弥补，但效应量反过来也不能提供 p值所能提

供的信息，更加不能够代表一个结果的重要性。部

分学术期刊“废除”p值而提倡报告效应量，起到

了价值导向的作用，希望研究者由盲目追逐显著性

是否达到某种水平转而关注研究发现的实际效应大

小。效应量从含义和功能上都有异于 p值，绝非是

p值的替代品。事实上，即使面对越来越多针对 p
值的批评，ASA的声明中也从未赞同或提及效应量

可以取代 p值。

（三）效应量的大小描述

可能以 Cohen名字命名的几个效应量太过著名

（如 Cohen's d），及其给出了几个效应量“小”

“中”“大”的经验划分，目前很多流传甚广的“效

应量达到中等水平”“效应量达到较大水平”等表

述几乎都源于 Cohen给出的这份表格。为避免再次

引起误解，本文特意没有列出该表格。其大致内容

包括若干常见效应量，并分别给出小于某值时为

小，介于某区间时为中，大于某值时为大。这导致

许多研究者对效应量一知半解、争相效仿，将效应

量超过某一值、达到某一等级视为检验研究结果的

最高准则，仿佛又走起了追求 p值大小的老路。

效应量报告中的常见错误就是过度依赖关于效

应量大小的经验划分。许多研究者奉行“拿来主

义”，直接使用了 Cohen的标准，却忽视了其反复

强调的关于使用此标准的注意事项。Cohen在《行为

科学的统计检验力分析》一书首章关于效应量的总

述中便提及，他将对每一个所列举的效应量给出形

容其大小程度的操作性定义，紧接着便毫不避忌

地以“有很大风险 （with many dangers） ”“武断

（arbitrary） ”“存在被误解的风险 （a risk of being
misunderstood） ”来形容自己的做法。而在之后的

每个章节中，一旦提及“小”“中”“大”的操作性

定义，Cohen更是不厌其烦地强调不应该依赖这个

标准。例如，他指出“仅仅在没有更好的依据时才

推荐使用”（该书 2.2节）；Cohen还预见到“读者可

能会发现此处定义的‘大’对其研究领域来说过大

或过小”，此时他“竭力主张研究者给出更合适的

定义”（该书 3.2节）；如果研究者可以依据理论给

出更恰当准确的标准，他则“强烈劝阻研究者使用

该书中的操作性定义”（该书 4.2节）。由此可见，

效应量的提出者反复告诫不要依赖他给出的经验划

分，生怕对后世造成不良影响。

事实上，不仅“小”“中”“大”本身是相对

的，这种相对性还表现在研究领域的差异上，甚至

可以说，对教育研究中的特定研究领域、研究问题

和研究方法，这种“小”“中”“大”都是相对的。尽

管 Cohen已经不断重申自己的警告，但后来的研究

者“拿来主义”的做法还是层出不穷。Glass等人

在 1981 年就已经指出，将效应量数值的区间和

“小”“中”“大”等描述性形容词相对应是“极不

明 智 的 （there is no wisdom whatsoever） ” [17]。

Thompson也曾在 2001年撰文告诫，如果像对待 p=
0.05 那样僵硬地依据某个固定的标准来解释效应

量，那么就是“在另一种框架下重复做着同样的蠢

事”。 [18]2012 年，范德堡大学 Lipsey 等人在为美国

教育部下属的教育科学研究院起草的报告中，正面

抨击了盲目使用效应量大小标准的行为 [19]，其报告

称，许多研究者完全忽略了 Cohen的警告，而这些

不加区分地在并不适用的领域采用 Cohen的大小定

义的行为是“不恰当且有误导性的”。

效应量的大小更多的应该是与同类研究进行比

较，Lipsey等人的报告还给出了一个极好的例子。

他们提醒研究者注意，对于学生学业成就发展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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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来说，如以数学测试前后测差异的标准化指标作

为效应量，大量的干预研究（教学实验）均鲜能达

到 0.30的效应量大小。那么，基于这些研究的效应

量的分布，一个干预效果达到 d=0.25的效应就可以

称之为“大”了，而被 Cohen普遍定义为“中等”

的 d=0.5简直可以称为“巨大（huge）”。

三、如何正确使用效应量

总结前文，效应量的误解及误用主要集中在三

个方面：（1） 对效应量的作用过于迷信；（2） 对

效应量的理解过于狭隘；（3）对效应量大小描述的

使用过于刻板。在了解效应量的基本概念及其大小

描述的正确观念后，前文已经说明了效应量无法替

代 p 值的功能，下文提供的一些报告效应量的建

议，也有助于研究者破解“神化”效应量的迷思。

（一）如何选择合适的效应量

前文已经说明了效应量具有多样性，正因为这

种多样性，在研究报告中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效应

量就变得尤为重要。Preacher 和 Kelley 等人讨论了

“合适”的效应量应该具备的特征：包括应当被恰

当地测量并给出测量方法和用来说明的问题；应当

同时报告置信区间；对总体效应量的点估计应当独

立于样本量；测量方法应具有无偏性、一致性、高

效性等特征。 [20]

当然，并非所有报告的效应量都要完全满足以

上要求，尤为关键和最为基本的要求是，应当选择

最适合解决研究问题的效应量。很遗憾，众多国内

（包括国外） 教育研究的文献中关于效应量的选取

和报告都未能满足基本要求，和“合适”的要求更

相差甚远。例如：在用方差分析研究组间差异并且

不关心事后检验结果时，不报告η2描述方差解释的

比例却报告 Cohen' s d；在报告样本效应量之后试

图以样本效应量指代总体效应量却不报告置信区

间；在报告某些计算公式不统一的效应量，如 d的

时候未说明测量方法（未指出使用联合标准差还是

控制组标准差）；等等。

（二）如何对效应量的大小进行解释

效应量的大小应当是针对所在研究领域及研究

问题的，不区分研究领域及研究问题的“经验值”

都是武断的，对效应量大小的判定不存在一个普遍

适用的法则。合适的标准应该基于研究对象相似、

实验方法相似、测量方式相似的研究结果的分布来

确定。

Lipsey等人的报告提供了定义大小标准的一个

正面示例，对教育研究者有很大的参考意义。如果

想了解某种新的教学方法是否有效，可以和对应年

龄学生学业成就自然发展的变化进行比较。如，

Bloom等人根据 CAT 5、SAT 9等标准化学业成就追

踪测试得到每一年学生阅读、数学、科学、社会学

科的平均提高程度，发现每年数学学业成就的标准

化提高值存在差异，小学一年级到小学二年级的提

高效应量为 1.03，而初中一年级到初中二年级的提

高效应量为 0.32。 [21]此时，如果某研究通过历时一

个月的干预，结果的标准化效应量为 0.30，对于初

一年级学生来说这就应当被定性为“大”的干预效

果，而对于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可能就应当定

性为“中等”或“小”的干预效果了。

因此，在解读效应量的“定性”程度时，和前

人的研究结果或大样本研究及元分析结果的效应量

进行比较，将有助于对该数据结果进行更为客观及

针对性的解读。

（三）警惕效应量的误用和滥用

要求报告效应量的本意源于许多研究者对假设

检验结果的误读和过度解释，并且研究者可能根本

没有提供关于原始结果的完整信息，让想要全面了

解研究结果的审稿人或读者无法计算效应量。另

外，标准化的效应量使得相似研究间的比较和元分

析的综合概括成为可能。基于此，一些科研机构和

学术期刊才特别提出了报告效应量的硬性要求，毕

竟目前研究者已经会自觉报告假设检验的结果。

对假设检验的质疑和批评都源于研究者对它的

误读和过度解释，试图让 p值承担它不应该承担的

作用，甚至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错误批判 [22]。同样，

对效应量的误用和过度解释，将有可能使其沦为下

一个 p值。效应量虽然可以解释 p值无法解释的内

容，但它也无法起到 p值刻画推断的作用，如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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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中得到了某个效应量，就“断定”总体也具有

该性质，就同样犯了过度解读的错误。

四、总结与讨论

（一）规则应当先立后破

行文至此会产生一种感觉，似乎都是当年的统

计学家提出的经验参考值导致了后来研究者对 p值

和效应量的误用和滥用。那么，统计学家为什么不

出面解决问题呢？因为在统计学中，这根本就不是

问题，统计学家只提供了一些他们认为好用的工

具，而对于其他研究者使用这些工具后所作的推论

和结论，统计学家认为自己并非该研究领域的专业

人士，自然不会指手画脚，同时也认为自己所给出

的经验划分会被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士理智看待。现

阶段，贸然破除统计学家所提供的一般性规则，在

论文撰写中“废除”p值甚至效应量，无疑是不明

智的，只会令教育研究者更加无所适从。目前，我

国教育研究领域对量化研究方法的使用仍处于蓬勃

发展阶段，很多研究者尚属于初学者，依靠研究者

本人的经验或对同类研究的掌握从而对自身研究结

果作出评判，可能还是要求过高。这种属于“后规

则”时代的要求不能一蹴而就，只能希望有能力的

研究者具有这种自觉。

作为统计方法的使用者，心理学领域发展更为

成熟，值得我们借鉴参考。依据 APA在 2010年发

布的《美国心理协会出版手册》，“假设检验是起

点，在这之后增加报告效应量、置信区间和全面的

描述才能表达出结果的完整含义”。所以，学位论

文、期刊论文可以设置规则，要求教育研究者在报

告统计结果时，p值、效应量、置信区间等都完整

呈现。至于显著性到底如何，效应是否理想，研究

生导师和论文评审则应更多地肩负起评判的职责，

甚至可以成立专门的学术委员会接受咨询。待研究

者对统计方法的运用、对统计结果的解读都日趋成

熟时，再逐渐将这种“职责”交还给研究者本人，

从而破除规则。

（二）鼓励元分析的研究

对效应量的解读更多需要依赖同类或近似研究

的结果作为参考，而元分析 （meta-analysis） 就是

提供这种参考的理想来源。简单来说，元分析就是

对一系列论文中的统计指标进行再分析，从而得到

基于更大群体或更多类型的综合结论，可以被视为

针对量化研究结果的量化文献综述。在教育研究领

域，近年来已成为畅销书的《可见的学习》就是一本

综合了 800多项元分析的综合报告 [23]，分学生、家

庭、学校、教师、课程和教学策略六个领域分析了

诸多因素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为同类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的解释和比较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参考。例

如，元分析结果显示教学策略使两个平行班学生产

生成绩差异的 d值为 0.4，如果某项教学实验只能

达到 0.3，则其实是一个低于“总体水平”的效应。

当然，这种参考还可能受限于策略类型、学段、学

科等差异，特别是文化、地区差异的影响，所以我

国教育研究领域发展元分析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随着元分析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完善，调节变量

的分组研究在元分析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元分析

的目的从累计样本，到探索不同类型群体、测量方

式的效应量差异，从量变实现了质变。同样以教学

策略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研究为例，现代元分析

技术考虑到样本的异质性，对不同教学策略类型、

学生的年龄、学业成绩的学科、研究所在国家等编

码后进行调节变量分析，可以得到不同情况下的综

合效应量及其差异，拓展了分析对象本身的研究问

题，为同类研究提供了更为细致丰富的参考，赋予

了元分析崭新的生命力。

开展元分析研究和合理准确使用效应量两者也

是相辅相成的。元分析结果方面对个体研究结果的

效应量能够提供解释和比较的参考；元分析的对象

即是诸多个体研究中提取出来的效应量，规范报告

效应量也是元分析得以开展的重要保障。

（三）对统计工具存敬畏之心

相较于统计工具，教育研究者对于自己使用的

其他研究工具往往有很好的把握。例如使用问卷或

测试前，总是认真划分维度、详细论证信效度、经

过多轮试测和专家评议，才能使用相应的工具。同

样，对于统计工具的使用，自然也绝不能在尚未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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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弄清其原理的状态下就“盲目依赖”。教育研究

者使用统计工具时，应该在乎的是统计本身，而非

统计软件的操作；就像我们使用问卷时更应在意的

是题项内容和整体结构，而非选择在何种网络平台

发布问卷。

事实上，对于有把握的工具，我们自然不会产

生“神化”和“误用”。例如，将学生成绩划分为

优、良、及格、不及格，教育研究者可能在部分场

合也会使用这种表达方式，但决不会执着于这种粗

糙的划分，认为 59 分和 60 分存在什么重大差异。

这种划分可以帮助“外行人”大致理解分数的含

义，“外行人”不知道怎么去看均值、标准差、分

布，也不知道考试的命题蓝图、不同题目的考查目

标等。

作为教育研究工作者，既然我们使用统计方法

来解决教育问题，就不能以“外行人”自居，不能

盲目追求经验划分，更不能将之视为评判研究结果

的最高纲领。对统计工具应有相同的敬畏之心，关

注其原理而非操作，至少应当对自己使用的统计方

法的基本理念有所了解，有足够的信心对自己的统

计结果给予解释。

最后，以 ASA声明中的一段话作为结语：“良

好的统计实践作为良好的科学实践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强调：良好的研究设计和实施，各种数值和

图表的总结，对所研究现象的理解，对所得结果的

解释，有完整的报告和适当的逻辑，对数据的含义

有量化的理解。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指标可以取代

科学推理”——无论是 p值，还是效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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